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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海洋自然保护区养殖活动的生态环境影响及对策
建议

李淑芸，张朝晖∗，高　 宇，赵林林，曲方圆
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 渤海海峡生态通道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青岛　 ２６６０６１

摘要：我国海洋自然保护区内普遍存在养殖活动，如何促进海洋自然保护区建设与养殖活动协同发展，一直是保护区管理部门

与相关利益群体密切关注的问题。 结合我国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的保护目标及养殖活动现状，从保护对象和养殖方式两个

方面分析了养殖活动对海洋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的可能影响。 通过梳理我国海洋自然保护区的养殖活动管理及用海政策，发
现海洋自然保护区的养殖活动管理政策不一致、养殖活动管理和海域使用政策缺乏与海洋自然保护区管控相衔接等问题，进而

结合相关的新时期自然保护区管控政策要求，提出了细化海洋自然保护区内养殖活动的管控要求、尽快开展海洋自然保护区养

殖活动管理试点、加强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海域管理和渔业管理间协调、加强对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的能力建设等建议，以期

为我国海洋自然保护区内的养殖活动管理提供参考，促进海洋自然保护区建设和周边渔业社区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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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自然保护区是我国海洋保护地的一种类型，侧重保护对象的珍稀性、自然性和原始性，以自然保护

为主。 我国共建有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 ３５ 处［１］，在 １１ 个沿海省（市 ／区）均有分布，在保护海洋环境、物种

资源，维护海洋生态平衡，促进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２］。 同时，我国也是世界上

最大的海水养殖国家［３］，２０２２ 年我国海水养殖面积 ２０７４．４２ 千 ｈｍ２，海水养殖产量 ２２７５．７０ 万 ｔ，海水养殖产值

４６３８．８４ 亿元［４］。
海水养殖作为可持续利用海洋生物资源和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在海洋自然保护区及其他

类型的保护区中广泛存在［５］，但由于保护目标和管控要求的差异，近海养殖活动规模和发展势必会受到越来

越多的限制，海洋保护区建设与养殖活动管理之间的矛盾日益突显［６］。 沿海地方政府担心渔业发展和渔民

生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海洋保护区建设的积极性，导致部分重要海洋生态系统得不到有效保护［１］。 因此，
在不影响保护的前提下如何促进海洋自然保护区建设与养殖活动协同发展，一直是沿海地方政府、管理部门

和渔业社区密切关注的问题。
我国海水养殖活动具有起步低、总体规模大、近岸集中分布等特点，对养殖活动的生态环境影响研究也多

集中在负面，如饲料污染、渔药污染、重金属污染、设备污染、尾水污染、水体富营养化、自然岸线占用、湿地面

积萎缩等［７—１０］。 近年来，随着国家和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视养殖活动污染治理与养殖方式转变，养殖活动带来

的积极作用越来越受到关注，如提升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为海洋生物提供栖息场所、增加保护物种的食物

来源、减轻水体富营养化和酸化、显著增强浮游植物多样性、渔业碳汇功能等［５，１０—１３］。 同时，我国养殖活动管

理政策逐步健全和完善，养殖方式和设备持续更新，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不断推进，绿色可持续的养殖模式逐

渐形成。 因此，探索海洋自然保护区建设与养殖活动协同发展，加强海洋自然保护区精细化管理探究十分

必要。
目前，海洋保护区内的养殖活动影响研究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５］，但我国养殖活动管理探讨的报

道多数为陆地类型保护区［１４—１５］，且影响力有限，关于海洋自然保护区养殖活动管理方面的研究极少。 本文通

过分析养殖活动对海洋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的影响，梳理海洋自然保护区的养殖活动管理与海域管理政策，
提出了海洋自然保护区养殖活动管理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我国海洋自然保护区养殖活动管理提供科学参考，
促进海洋自然保护区建设和周边渔业社区的协同发展。

１　 养殖活动对海洋自然保护区的影响分析

海水养殖是指人们利用沿海的浅海、滩涂、港湾、围塘等海域进行海洋水生经济动植物繁殖、饲养的生产

活动［７］，其本质是利用海洋自身初级生产力，通过人为管理措施定向增加可食用的海洋生物数量并获取经济

收益的行为。 本文主要以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为分析对象，从保护对象和养殖方式两方面，分析养殖活动

对海洋自然保护区可能产生的影响。
１．１　 按保护对象分析

海洋自然保护区类型依据《海洋自然保护区类型与级别划分原则》（ＧＢ ／ Ｔ １７５０４—１９９８）可以分为海洋和

海岸自然生态系统、海洋生物物种、海洋自然遗迹和非生物资源等 ３ 种类型，具体还可分为 １６ 种类别［１６］。 根

据海洋自然保护区批复文件、网站信息、总体规划等资料，我国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的类型、数量及面积见

表 １。
首先，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对于以海洋和海岸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保护对象的海洋自然保护区而言，养

殖活动的影响非常复杂。 一般认为开放式养殖影响较小可接受，但围海养殖和网箱养殖影响较大。 我国国家

级海洋自然保护区中，有 ２０ 处为海洋和海岸自然生态系统类型，占海洋自然保护区总数的 ５７％，面积占

３６％，养殖活动对不同生态系统影响有差异。 研究表明，滨海湿地内的养殖活动会影响对自然保护区的生态

类型和结构产生的影响，可使其抗干扰能力、自我调节能力和生态恢复能力减弱，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下降，同
时影响滩涂湿地调节气候、涵养水分和污染物自净等生态服务能［１７］。 红树林生态系统分布于人为干扰强度

２ 　 国家公园（中英文）　 　 　 ２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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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沿海地区，根据山口红树林自然保护区人为活动影响分析，养殖池的建设会占用大量滩涂，缩减红树林

的生存空间，养殖产生的污水、废渣会威胁到红树林的健康生长，但遥感影像资料显示养殖池外围增加了新的

红树林斑块，且原有的红树林斑块面积有所扩大，分析可能是由于水产养殖排放的污水含有丰富的营养元素，
从而促进了红树林的生长［１８］。 关于珊瑚礁生态系统研究表明，养殖废水排放等可能导致珊瑚礁海域富营养

化，显著降低含有卵母细胞的珊瑚所占比例、减少达到成熟尺寸的珊瑚卵母细胞数量、降低珊瑚骨骼生长速率

等，从而影响珊瑚礁生长［１９］。 在养殖活动对海岛生态系统方面研究表明，养殖活动会造成海岛及周边海域水

质污染、水动力特征改变、天然湿地被破坏、占用岸线、基因污染和生物群落改变等导致海岛生态脆弱性［２０］。
广西北仑河口自然保护区评估结果表明，因受沿岸水产养殖、渔业捕捞、城市建设等外在干扰，自然保护区生

物多样性受到威胁和破坏［２１］。 近期国外研究表明，养殖活动能够提升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包括鱼类资源

供给、碳及水体营养化调节、提供栖息地、提升文化服务等［２２］。

表 １　 海洋自然保护区类型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类型
Ｔｙｐｅ

具体保护对象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Ｔａｒｇｅｔ

数量 ／ 个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面积 ／ ｈｍ２

Ａｒｅａ

海洋和海岸自然生态系统
Ｍａ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河口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潮间带生态系统、海湾
生态系统、岛屿生态系统、红树林生态系统、珊瑚礁生
态系统等；

２０ ５９２７６６

海洋生物物种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斑海豹、中华白海豚、海龟、儒艮、湿地珍禽等海洋珍
稀濒危生物物种，海洋经济生物物种； １１ ９９０４１７

海洋自然遗迹和非生物资源
Ｍａｒｉｎ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ｎｏｎ⁃ｌｉｖｉｎ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海滨地貌、古海岸与湿地、贝壳堤岛、海底古森林
遗迹； ４ ８３９０５

合计 Ｔｏｔａｌ — ３５ １６６７０８８

其次，对海洋生物物种的影响。 我国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中，有 １１ 处为海洋生物物种类型，占海洋自

然保护区总数的 ３１％，面积占 ５９％。 养殖活动对海洋珍稀濒危物种的影响相对复杂，一般认为如果保护对象

是较高营养级处于食物链顶端的物种（如斑海豹等），养殖活动通常可以为保护对象补充食物来源，益于保护

对象的生长和种群稳定。 有研究报道，地中海海域由于养殖活动增加食物资源，拥有养殖渔场的海洋保护区

内宽吻海豚数量明显增加［１１］。 在广东江门中华白海豚省级自然保护区的调查研究发现，在自然保护区海水

养殖的区域，因为拖网渔船等无法进入，渔业资源能够相对丰富一些，从侧面为中华白海豚提供了食物来

源［２３］；而如果保护对象是较低营养级的海洋生物，则可能被养殖品种捕食，或者栖息地被侵占，产生不利影

响。 如昌黎黄金海岸自然保护区多年连续监测结果显示，大范围养殖对该海域生物多样性形成威胁，其保护

物种———文昌鱼适宜栖息的中细砂沉积环境发生退化［６］；但如果保护对象是普通的经济生物物种，养殖活动

产生的影响通常较小。
最后，对海洋自然遗迹和非生物资源、海洋地质遗迹的影响。 我国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中，
仅有 ４ 处为海洋自然遗迹和非生物资源类型，数量和面积均为三种类型中占比最低。 养殖活动影响研究

多集中在对水质、海洋生物影响方面［１９，２４］。 一般认为，对自然遗迹和非生物资源等保护对象的影响十分有

限，如果不是在保护对象的集中分布区进行围海养殖和网箱养殖，对地质遗迹、古生物遗迹、非生物资源等不

会影响直接的破坏，但因为占用海域或自然岸线，对海洋自然景观会有一定影响。
１．２　 按养殖方式分析

浅海养殖按生产方式可以简单地分为围海养殖、开放式养殖和网箱养殖等 ３ 种，不同的养殖方式对海洋

自然保护区的影响相差较大。 根据海域使用分类［２５］ 的不完全统计，截至 ２０２１ 年底，在我国国家级海洋自然

保护区范围内的确权海域中，约有 ９０％为围海养殖和开放式养殖用海，是两种最为主要的用海方式。
第一种，围海养殖，是指筑堤围割海域进行封闭或半封闭式养殖生产［２５］。 据统计，我国围海养殖总面积

３　 ２ 期 　 　 　 李淑芸　 等：我国海洋自然保护区养殖活动的生态环境影响及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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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海洋渔业用海总面积的比重约为 ２６．５％，仅次于开放式养殖用海，是我国的第二大海洋渔业海方式［８］。 因

围海养殖直接围占一定面积的海域，工程改造的掩埋效应对盐沼湿地、红树林和底栖生物等产生破坏性影响，
产生的悬沙会对鱼类、浮游生物、鱼卵仔稚鱼的生存产生一定影响，围海养殖运行期通常会排放废水对海洋生

态环境产生一定影响［８，２６—２９］。
第二种，开放式养殖，是指无须筑堤围割海域，在开敞条件下进行养殖生产所使用的海域，包括底播养殖、

筏式养殖、渔礁增养殖等［２５］。 由于不投饵不改变海洋自然保护区的物理属性，因此对海洋自然保护区的影响

十分有限。 但施工期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海水中悬浮物浓度增加与扩散，水体浑浊，导致海洋环境质量下

降［３０］。 一般认为藻类养殖、贝类养殖、底播的海参养殖等，通常可以减少水体富营养化、吸收 ＣＯ２等，有益于

海洋生态环境的改善。 近期研究表明，养殖的海带收割每年可从象山港水体中移除 ２９７ 吨氮和 ４２ 吨磷，能起

到改善海湾水体富营养化的作用；海带养殖也可以抑制有害甲藻的生长，降低了有害赤潮的发生风险；牡蛎养

殖区的浮游植物及附生在养殖筏架上的大型海藻直接吸收水体中的氮磷营养盐和 ＣＯ２，而牡蛎及其附生的海

绵、海鞘等通过摄食浮游植物、藻类碎屑和其他颗粒物，用于自身组织或壳体生长，降低了浮游植物生物量、悬
浮物浓度和有机质含量［１２］。 海水贝藻养殖活动显著增强了沉积有机碳的其再矿化和保存过程，在近海碳循

环及其他元素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３１］。
第三种，网箱养殖，是一种通过在自然海区中设置网箱，依靠人工投饵进行高密度水产养殖的生产方

式［３２］。 主要是在海域中开展的大黄鱼、鲈鱼、黒鲷、金鲳鱼等鱼类养殖［３３］，具有产量高、成本低、投资小、便于

管理的特点［３４］。 我国海水网箱养殖产量在全国海水鱼类养殖总产量中大约占比 ４９％［３５］。 截至 ２０１９ 年，我
国海水普通网箱养殖面积已达 ２２９２．６４ 万平方米，深水网箱体积为 １９３５．９０ 万立方米，网箱养殖总产量为 ７５．
５５ 万吨，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３６］。 由于养殖过程中需要投喂大量的饲料，残饵和鱼类排泄物对海洋生态

环境会产生营养负荷［２０，３７—３８］，养殖区富营养化严重［３９—４１］，且网箱对海洋自然保护区的自然海流产生影

响［３６］，因此网箱养殖对海洋自然保护区影响较大。 对广东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环境质量研究表

明，网箱养殖区由于饲养过程中部分饵料的下沉和鱼类粪便排泄物长期在海底沉积，富营养化程度极高，氮、
磷比严重失调， 水体 ＤＩＮ 和 ＰＯ３－

４ ⁃Ｐ 含量普遍超标， ＤＩＮ 的含量高达 ４． ０８４ ｍｇ ／ ｌ， ＰＯ３－
４ ⁃Ｐ 也达到 ０．

０６０ｍｇ ／ ｌ［２７—２８］。
总体上看，养殖活动可能造成占用海域生境、改变水动力条件、影响生物迁徙和交通运输通道、环境污染

（残饵、排泄物、养殖尾水等）、改变生态系统结构、养殖废弃物等影响，但养殖活动本身由于养殖品种、养殖方

式、养殖密度、养殖工艺、养殖区域等情况其过程十分复杂，海洋自然保护区的自然水文条件、自然禀赋和环境

容量也不同，每个具体的养殖活动可能导致的影响，需要结合海洋自然保护区的底质、水文、生物、环境等实际

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２　 我国海洋自然保护区养殖活动管理现状及存在问题

２．１　 海洋自然保护区养殖活动管理政策不一致

海洋自然保护区的管理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 此外，原国家海洋局还发布了 １
项办法和 ２ 项标准作为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的依据，分别为《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海洋自然保护区

管理技术规范》（ＧＢ ／ Ｔ１７５０４—１９９８）和《海洋自然保护区类型及级别划分原则》 （ＧＢ ／ Ｔ１９５７１—２００４）。 涉及

海洋环境保护、海域管理和海岛利用的管理工作，主要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域使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等相关条款。
通过梳理自然保护区管理制度发现，关于在海洋自然保护区内从事养殖活动的管理要求，各管理政策上

一直存在不一致不协调的现象，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各海洋自然保护区在管理上尺度无法把握，也形成了在海

洋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内普遍存在着合法的养殖海域确权。 但在 ２０１６ 年中央环保督查实施后，在海洋自然

保护区内新批准的养殖用海数量急剧减少。

４ 　 国家公园（中英文）　 　 　 ２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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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中并未明确海洋类型的自然保护区是否可以开展养殖活动。 根据

１９９４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实验区可以进入从事科学试验、教学实习、
参观考察、旅游以及驯化、繁殖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等活动。 第二十八条规定，禁止在自然保护区缓冲区开

展旅游和生产经营活动。 作为《条例》的管理细则，原国家海洋局 １９９５ 年发布实施的《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

办法》中明确指出可以开展渔业生产活动。 其中第十三条规定：“缓冲区内，在保护对象不遭人为破坏和污染

前提下，经该保护区管理机构批准，可在限定时间和范围内适当进行渔业生产、旅游观光、科学研究、教学实习

等活动。 实验区内，在该保护区管理机构统一规划和指导下，可有计划地进行适度开发活动”。
２０１８ 年我国实施自然保护地改革后，发布了《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体系的指导意见》、

《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自然保护区条例（修订草案） （征求意见

稿）》、《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关于优化养殖用海管理的通知》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对
于海洋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和建设提供了新的参考依据。 根据 ２０１９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中规定：“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止

人为活动，其他区域严格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在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前提下，除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外，
仅允许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主要包括：零星的原住民在不扩大现有建设用地和耕地规模

前提下，修缮生产生活设施，保留生活必需的少量种植、放牧、捕捞、养殖” ［４２］。
２．２　 养殖活动用海管理政策缺乏与海洋自然保护区相衔接

自 １９８６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发布后，我国海水养殖活动基本参照该法律进行管理。 单位或个人

通过向地方政府申请核发养殖证，获得在国家规划的公共养殖水域和滩涂地区进行水产养殖的许可，但并未

设立针对海洋自然保护区内养殖活动的管理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自 ２００２ 年开始实施，第三条规定：“海域属于国家所有，国务院代表

国家行使海域所有权。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海域。 单位和个人使用海

域，必须依法取得海域使用权”；第二十二条规定：“本法施行前，已经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

营、管理的养殖用海，符合海洋功能区划的，经当地县级人民政府核准，可以将海域使用权确定给该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用于养殖生产”。 该法律的颁布使得海域由原本

的集体所有变为国家所有，国家有对海域进行统一管理、规划的权利，当前的养殖用海活动也都统一按照此法

律确权发海域证进行管理［４３］，导致海洋自然保护区内普遍存在合法确权海域。
自 ２００６ 年以后，我国一直未针对养殖用海颁布过专门的管理文件。 沿海地区不同程度存在养殖用海布

局不合理、海域使用管理和养殖生产管理衔接不畅、非法养殖用海整治不到位等问题，直至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自
然资源部办公厅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发布《关于优化养殖用海管理的通知》，明确了“渔民传统养殖海域”的定

义，在“二、分类管控新增养殖用海”中明确：“新增养殖用海必须依法依规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登记为海域使

用权）和养殖证（简称‘两证’），确定长期稳定的使用期限，且‘两证’载明的期限、主体、范围保持基本一致。
严格控制新增围海养殖用海规模，不得占用自然岸线和生态保护红线，切实加强红树林等典型生态系统保

护”；在“三、稳妥处置现有养殖用海”中明确：“对位于生态保护红线内且不符合管控政策的养殖用海，生态保

护红线外没有合法合规的不动产权利证书或权利证明、养殖证等且不符合相关空间规划的养殖用海，要按照

要求逐步有序退出，已投放人工鱼礁的海洋牧场除外；生态保护红线内允许在不扩大现有水产养殖规模前提

下开展符合管控政策的养殖活动” ［４４］，对于生态红线的养殖活动管理制定了新的要求，为促进我国海洋自然

保护区建设与养殖活动协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通过上述分析，我国海洋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制度较少且效力相对较低，管控措施较笼统宏观，养殖活动的

管理大部分依据上位的法律法规进行，有海域确权和养殖证的养殖活动管理存在一定困难，由此造成的海洋

自然保护区管理矛盾一直存在；加之我国养殖用海由农业农村部和自然资源部 ２ 个部门管理，造成管理交叉

和权责不明［４５］，导致目前各地对海洋自然保护区内的养殖活动保持观望态度，即对以前获得海域权证或养殖

５　 ２ 期 　 　 　 李淑芸　 等：我国海洋自然保护区养殖活动的生态环境影响及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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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的继续可以从事养殖活动，但不再新批在海洋自然保护区内的养殖许可。

３　 未来管理建议

３．１　 细化海洋自然保护区内养殖活动的管控要求

根据《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中的相关规定，原住民可以在海洋

自然保护区内保留生活必需养殖活动，但并无具体实施细则和要求，建议可以从以下 ７ 点细化海洋自然保护

区内养殖活动管控：
（１）在海洋自然保护区的核心保护区内应禁止养殖活动。 根据慎审的保护原则，对核心保护区应禁止人

为活动。
（２）在不对海洋自然保护区保护对象和主要生态功能造成破坏的前提下，一般控制区可有限度的开展养

殖活动，积极发挥养殖活动对海洋保护区生态环境的积极作用［５］，提升其综合生态效益。
（３）养殖活动的责任主体应明确为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通过特许经营的方式委托海洋自然保护区

的原有居民组成的合作社实施，既解决原有居民的生计问题，也解决个体养殖无序难控难管问题。
（４）拟开展养殖活动的海洋自然保护区，必须提前开展水体和沉积物环境、生物和生态现状调查评价，需

明确海洋自然保护区内的营养结构和养殖容量，制订养殖专项方案并经海洋自然保护区主管部门批准。
（５）在养殖专项方案中须明确养殖区域、养殖品种、养殖方式、养殖密度、养殖规模、管理要求、跟踪监测、

对海洋自然保护区和保护对象可能影响等具体措施，并与海洋自然保护区的其它规划内容做好衔接。
（６）养殖品种上应以大型藻类等初级生产者、贝类和海参等初级消费者等低营养级品种养殖为主，严格

限制与保护对象相近营养级品种的养殖，严格限制鱼类养殖，严格禁止养殖保护对象的捕食者，以免对海洋生

态系统结构和保护对象产生明显影响。
（７）应以开放式养殖为主，禁止围海、围堰、围塘等养殖方式，严格限制网箱养殖。 养殖过程中不得人工

投喂饵料，不得使用任何渔药兽药等有毒有害物质，降低对保护对象及生态环境影响。
３．２　 尽快开展海洋自然保护区内养殖活动管理试点

综合考虑我国近期发布的《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源部关于探索推进海域

立体分层设权工作的通知》、《关于优化养殖用海管理的通知》等自然保护地及养殖活动管理相关政策，本着

先行先试的原则，可以选择有代表性的区域（如山东长岛、广东珠江口等）开展海洋自然保护区内养殖活动的

试点，以探索管理实践掌握管理经验建立管控模式和管控要求细则等，实现海洋自然保护区在保护好生态环

境、生物多样性和自然遗迹等保护对象的同时，可以为应对气候变化、固碳增汇等目标的实现协同增效，实现

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和生态效益的最大化。
３．３　 加强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海域管理和渔业管理间协调

由于海洋自然保护区的管理职责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海域管理、海洋生态系统预警监测、海洋发展战

略、海洋空间规划等职责均在自然资源部，海洋渔业生产、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等管理在农业农村部，因此在海

洋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内的养殖活动，需要三家职能部门进行统筹协调，以免相关政策和管控要求不一致。 建

议加强部局工作衔接，建立联合工作和数据共享机制，共同推进有关工作。
３．４　 加强对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的能力建设

海洋自然保护区由于自然条件各异，保护对象千差万别，从小型的文昌鱼到大型的海洋鲸豚类，从地质遗

迹到典型海洋生态系统，因此长期科学观测和监测研究对于掌握海洋自然保护区保护对象的演变规律十分重

要，对于海洋自然保护区内人类活动的管理也必须建立在科学决策的基础上。 另一方面，海洋自然保护区管

理和巡护必须依靠船只、水下观测设备等，对人员技能和装备要求较高，机构改革前可以依靠原国家海洋局的

海洋管理业务投入，急需建立持续的能力建设渠道，以满足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的需求［１，４６］。

６ 　 国家公园（中英文）　 　 　 ２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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